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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爸媽？」臺灣生殖科技規範中的親職建構（1950-2007） 

胡馨之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碩士班基礎法學組學生） 

 

 

 

壹、前言 

  「妳不是我們親生的。」 

第一次聽到這句話，年紀尚小的我並不理解其意，直到小學時偶然想起，

忽然感到無比難受。原來撫養我的爸媽與我並無血緣關係，很受衝擊。滿

腦子想著，為何我的親生父母不要我？知道這個事實後，看著與我同齡的

同學們，總覺得無法再跟他們一樣單純快樂，彷彿瞬間長大。 

                                                   ─Sophie1 

 

    血緣關係向來是主流社會賴以認定父母子女關係、甚至是認定「家」的一

大重要因素。正如引文所呈現的，當知道與撫養自己的父母之間並無血緣關係

時，多數人的反應可能都是驚訝，接著疑惑。當親子之間具有血緣及基因上的

連結被視為理所當然，人們時常下意識地檢驗夫妻與其子女間五官或身形上的

相似性，或者中學時在生物課上不假思索地利用爸媽與自己的血型，印證課本

上的基因遺傳理論。 

  除了血緣關係以外，父母身分（parenthood）的認定還涉及婚姻制度。我

國民法第 1063 條第 1 項，將妻之受胎在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的子女「推定」為

婚生子女。藉由推定的方式，丈夫因婚姻關係而在法律上確定其父親身分。同

時，法律上婚生／非婚生的區分，使得婚姻制度內外所生的子女受到不同的規

範待遇，進一步影響人們對於婚姻中的生育才是合法正當（legitimate）的想

像。2 

    在戰後的臺灣，血緣與婚姻這兩個關係共同形塑了法律上父母身分與家庭

的意義。一個典型的核心家庭圖像由此被想像：一對已婚且同居的夫妻，及與

其有血緣關係的子女。3這個想像中的理想家庭提供了人們對於家庭制度的普遍

                                                      
1 聯合報（1/10/2018），〈網路徵文優勝作品‧我的家，不一樣 謝謝你們〉，D1 版。 
2 有關婚生推定制度背後的價值與意識形態，參見：李立如，朝向子女最佳利益的婚生推定制

度，中原財經法學，13 期，頁 4-7（2004 年）。 
3 然而，我們也必須留意「理想家庭」的意識形態並非存在於真空環境而一成不變的產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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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兩代之間的血緣連結更維繫且強化核心家庭作為一種自然的、先於國家

而存在的形式。4 

  然而，有關父母子女關係的認定並非一片和諧與同質，而是在前述的家庭

意識形態下能夠引起爭議、產生差異實踐的動態場域。除了較常耳聞因夫妻與

婚生子女血緣不一致而引發爭議的情形之外，得以分割生殖過程的新醫學科技

也在二十世紀開始挑戰既有的親職秩序。DNA 科技使父親與子女間的基因連結

得以獲得近乎百分之百的確定性，而人工協助生殖科技（ART,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在此同時也使得基因的、妊娠的、與養育的親職出現

分離的可能性。在這些新科學技術的衝擊下，既有的親職預設不免受到挑戰，

也鬆動了法律、社會與生物上的親職意義體系，而獲得一個重新協商身分認定

的機會。 

    既有文獻已從母職的角度分析生殖科技發展對於生殖實踐的影響。陳昭如

曾指出，在父權陰影下的婚姻制度，女性往往被期待在異性戀婚姻中扮演「賢

妻良母」的角色；法律與社會中蘊含的「理想母職」意識型態與異性戀父權家

庭傳宗接代的需求，使得生殖科技的發展並未真正促進女性的生育選擇，也持

續鞏固異性戀家庭的主流地位。5然而，其並未否定生殖科技確實能為弱勢女性

（單身者、同性戀者）及性少數帶來幫助。對此，吳嘉苓考察戰後臺灣不孕診

療與生殖科技實作的研究，即發現生殖科技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確實蘊含異

質的社會意涵。生殖科技及法律一方面可能強化異性戀婚姻中傳承男性血脈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生殖科技規範中的邊緣者仍保有一定的能動性，能利用

生殖科技來實踐生育的權利。6 

    上述文獻共同點出性別與異性戀常規性（heteronormativity）對於臺灣生殖

科技實作與規範的影響，其大多從生殖科技的近用權限探討法律與社會如何偏

好特定的生殖主體，又如何可能再製女性的從屬地位。本文則希望在既有文獻

                                                      
會受到在地的歷史及複雜的社會因素影響。有關戰後臺灣的法律如何將家庭「核心家庭化」，可

參見：陳昭如，「重組」家庭─從父系家庭到中性的新夥伴關係？，收於：部門憲法，頁 817-

827（2006 年）。 
4 Martha L. A. Fineman, Masking Dependency: The Political Role of Family Rhetoric, 81 VA. L. REV. 

2181, 2204-2205 (1995). 
5 Chao-ju Chen, Mothering under the Shadow of Patriarchy: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Motherhood and 

Its Discontents in Taiwan, 1 NTU L. REV. 45, 58-64 (2006). 雷文玫同樣指出，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

雖提供不孕女性對抗父權的更多選擇，但受到傳宗接代等父權遺緒的影響，臺灣的生殖科技規

範仍然限制著女性的生育自由。參見：雷文玫，從臥房政治到公共政策：不孕與人工生殖技術

治理的法規範變遷，收於：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頁 261-273（2017 年）。 
6 吳嘉苓，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1950-200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5 期，1-67（2002

年）；Chia-ling Wu, From Single Motherhood to Queer Reproduction: Access Politics of Assisted 

Conception in Taiwan, in GENDER, HEALTH, AND HISTORY IN MODERN EAST ASIA 100 (Leung Angela 

Ki Che & Nakayama Izumi ed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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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考察戰後臺灣生殖科技相關規範的形成過程中，法律上父母身分的

認定受到什麼樣的影響。在探討生殖技術及其規範如何反映或形塑人們對於親

職的想像時，將父母身分視作法律與社會的建構，而非生物事實的自然反映，

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前提。7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能進一步探討基因與血緣如

何在個人、家庭，甚至是國家的層面上被用以建構身分與認同。8 

  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中，有關父母身分的認定是否、且如何受到人工協助生

殖科技的影響？社會中不同行動者如何操作血緣及婚姻等因素，以各自的親職

想像及家庭意識形態，參與這個因新生殖科技而開啟的變遷機會？以這些問題

為出發點，本文希望能循著臺灣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的規範演變，耙梳在其成形

與變動的過程中，如何在地化這些全球性的生殖科技。在時間範圍上，由於篇

幅的因素，我將討論的起點定在 1950 年代，人工授精首度被臺灣醫學界用於治

療不孕上；討論的終點則設於 2007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人工生殖法。以下，第貳

部分將考察 1950 年代開始，臺灣從完全沒有生殖科技的特別規範，到 1986 年

制定規範鬆散的《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後，人們如何認定法律上的父

母身分。第參部分將從 1994 年《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的公布開始，呈

現為期十多年的討論中《人工生殖法》如何成形。 

 

 

貳、延續父系血緣：傳宗接代導向的人工協助生殖（1950-1993） 

   

  一、渴望「家庭」的不孕夫妻與不願缺席的丈夫精子 

    在臺灣，人工協助生殖並非晚近才開始發展的技術。早在 1950 年代，醫學

界已經開始為不孕夫妻實施人工授精，在 1950 至 1960 年代，有關女性的不

孕，醫學界傾向以「治癒母體」為主要目標，透過用藥與手術盡可能恢復女性

的生殖功能；而針對男性的不孕情形，醫學界則大多以人工授精作為治療方

                                                      
7 具體而言，在建立法律上母親身分的同時，生物性的基因連繫與分娩過程即被賦予社會意

義；而認定父親身分的婚生推定制度，以男性與母親的社會關係作為認定父親身分的基礎。在

此之下，基因與血緣的意義並不是先天性的自然結果。參見：Roxanne Mykitiuk, Beyond 

Conception: Legal Determinations of Fil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9 

OSGOODE HALL L. J. 771, 782-783 (2001). 
8 Dorothy E. Roberts, The Genetic Tie, 62 U. CHI. L. REV. 209, 211 (1995). 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下，

陳昭如也曾考察在跨國與跨種族婚姻中，父母的國籍或種族如何以性別化的方式藉由血緣關係

傳遞給子女。參見：陳昭如，性別與國民身分─台灣女性主義法律史的考察，臺大法學論叢，

35 卷 4 期，頁 13-90（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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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人工授精是以人為方式將體外的精液注入女性身體內，而依據精液的來源

不同，人工授精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稱為 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using the 

husband’s semen），亦即由配偶本人的精液所進行的人工授精，另一種稱為 AI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using a donor’s semen），由配偶以外之捐精者精液完成的

人工授精。10 

  儘管技術上人工授精所適用的主體不侷限於夫妻，但婚姻中的生育才是

「正常的」、「好的」生育的意識形態，以及對於傳遞父系血統的強調，主宰了

戰後初期的人工協助生殖實踐。1945 年開始實施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民法，首先

藉由婚生推定制度及否定的機制，將婚姻視為生育的正當途徑。此外，子女從

父姓及父親優先行使親權的規定，不僅反映子女應有一父一母的前提，更維繫

了子女與父系家庭建立連結之必要性，以使父系家庭能持續地傳遞血統。11當

生育主要服務於「傳宗接代」的目的，且「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深植

在人們心中時，人們理所當然地以狹隘的目光應用人工授精技術。當時有生育

需求而求助於醫生、且實際上獲得醫生協助的人，清一色都是不孕夫妻。報紙

上談論人工授精的文章，也往往以「不幸的不孕夫妻」作為人工授精的假想受

術者，期待這樣的新技術能為其帶來一絲希望。12 

    人工授精技術不僅未改變夫妻作為主流生育主體的現象，也並未撼動血緣

關係在認定父母身分上的重要地位。當時醫學界對於不孕主要以「使子女的血

緣接近受術夫妻」為治療目標，這樣的態度一方面表現在其治癒母體，試圖恢

復女性的生殖機能上。另一方面，AID 的執行方式也顯示醫學界如何利用醫療

技術，順應「傳宗接代」的需求，而維持父系血統的傳承。實施 AID 使得夫妻

之間的生殖過程受到第三人的介入，在醫學界曾引發「人工受精是否構成通

姦」及「捐精者是否為父親」的爭議。13這樣的爭議一方面顯示血緣仍是認定親

子關係的一大要素，另一方面也彰顯自然血緣的價值並不完全決定於生物事實

本身，而是系統性地以維持父權規範的方式有所變化。為了解決 AID 引發的通

姦聯想，醫學界採取數種手段以達到「求子」與「維持丈夫之父親地位」之間

的平衡。除了在實際操作上混合捐精者和丈夫的精液，以「彌補」丈夫血親的

                                                      
9 吳嘉苓（註 6），頁 19-20。 
10 李鎡堯，〈談人工授精〉，《健康世界》，49 期，頁 16（1980 年）。 
11 有關民法親屬篇如何被用來傳遞父系血統、鞏固父權社會，參見：劉毓秀，〈男人的法律，

男人的「國」「家」：〈民法親屬編〉的意識形態分析〉，收於：《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

年》，頁 64-77（1995 年）。 
12 聯合報（12/8/1953），〈人工授精〉，3 版；聯合報（12/8/1953），〈臺大醫院兩青年醫師 人

翁受孕方法試驗成功 三年生出嬰孩十三人〉，3 版；聯合報（3/18/1954），〈談人工受孕〉，6

版；中國時報（3/25/1956），〈試管嬰兒〉，6 版。 
13 吳嘉苓（註 6），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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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以外，婦產科醫師也尋求「吻合丈夫生理特徵」（如血型、種族、身形）的

醫學生或年輕醫師擔任匿名的捐精者。如此一來，不但得以達成不孕夫妻生殖

的需求，也盡可能維持丈夫保有父親身分的正當性。14 

    人工授精對既有法律體系的衝擊，在 1960 年代開始受到法學者的注意。有

別於醫學界專注於處理實務上遭遇到的不孕夫妻問題，法學者開展的討論則相

對寬闊。當時對人工授精撰文的二位民法學者溫汶科及史尚寬，皆將未婚女性

列於人工授精的可能受術者。對此，在認識到國外並存著兩種立法選擇下（亦

即禁止對未婚女性施術人工授精的美國明尼蘇達州法律，以及訂明未婚女性授

精要件的丹麥人工授精法），溫汶科並未主張應限制未婚女性進行人工授精，並

認為此時捐精者不能依民法認領。15然而，儘管法學者對於未婚女性利用生殖科

技組成「無父家庭」似乎採取較開放的態度，在當時醫學界對人工授精的實際

施術方法下，加上社會上普遍對於未婚生子的污名，實際上似乎並無單身女性

利用人工授精生產，因而導致法學者對此問題並未著墨甚深。16 

    相較之下，在婚姻關係中利用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則受到較多法學者的討

論。在 AIH 之情形，多數法學者皆認為因子女是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而

生，且精子為夫所提供，因此可推定為夫的婚生子女。17值得注意的是，史尚寬

認為由於「婚姻生活，以子女之出生及對子女負扶養責任為基礎，不應容許夫

單方可任意迴避子女之出生」，因而認為縱使妻在夫不知或反對的情況下，取夫

的精液進行人工授精，也應推定為夫之婚生子女。18他的看法緊貼著婚生推定制

度，以「和母親的社會關係」來認定法律上父親，並特別強調丈夫／父親與子

女間的經濟關係。在 AIH 的情況下，某種程度反映出自然家庭（natural 

family）與私領域家庭（private family）這兩個意識型態彼此之間的相互強化。

亦即，由夫妻及其血緣子女組成的自然家庭，同時被賦予扶養子女的主要責

任，使之成為私領域的事務。 

  在 AID 之情形，若妻之受胎是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加上婚生推定制度的設

計本來就使父親身分不必然反映真實血緣，法學者在強調「維持家庭和平」及

「生育作為婚姻主要目的」之下，大多贊成讓人工授精子女受推定為夫之婚生

                                                      
14 Wu, supra note 6, at 100. 
15 溫汶科，人工授精子在民法上諸問題，法學叢刊，27 期，頁 112（1962 年）；史尚寬，人工

授精在民刑法上之問題，軍法專刊，14 卷 2 期，頁 4（1969 年）。 
16 根據陳昭如的研究，1950 至 1960 年代確實有主張女性生育自由的聲音，但往往立基於異性

戀婚姻家庭節制生育的需求，而並非關注單身女性的生育自由。參見：陳昭如，打造墮胎權─

解嚴前墮胎合法化的婦運法律動員與權利構框，中研院法學期刊，15 期，頁 30-31（2014

年）。 
17 溫汶科（註 15），頁 114；史尚寬（註 15），頁 2。 
18 史尚寬（註 1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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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不過，在 AID 之實施經夫之同意的情況下，學者認為丈夫的婚生否認權

即已消滅，子女之婚生地位即不可動搖。有趣的是，在丈夫未同意以他人之精

液進行人工授精的情形，史尚寬採取與在 AIH 相似的見解，認為子女仍應受婚

生之推定，惟在子女出生時起一年內得提起婚生否認之訴。19 

  或許是因為人工授精在戰後早期的實行比例與成功率仍然相當低，其在醫

學界與法學界之外並未引發太多爭議與討論。當時報上的文章所呈現的意見大

多與醫學實務的作法相互呼應，以夫妻的角度出發，鼓勵不孕夫妻不應放棄組

成一個「正常家庭」。20到了 1970 年代，有別於 1960 年代人工授精的低成功率

與低討論度，需求的提升也使對其的討論顯著增加。21對於人工授精需求的提升

不能僅歸因於成功率的上升，當時的家庭計畫與人口政策似乎也在 1970 年代巧

妙地助長人工授精的推行。時任台大醫院婦產科主任的李鎡堯即認為，「領養孩

子由於推行節育的緣故，會越來越困難；而人工授精的孩子至少有一半自己的

血統，因此可以預料的，將有更多人工授精兒出生。22」此外，當時帶有「社會

優生」論調的家庭計畫，雖鼓勵低社會經濟地位的婦女少生子女，但不反對上

層女性盡其生育的義務；23而請託醫學生或年輕醫師捐贈精液，並強調對於捐精

者篩選嚴格的人工授精實踐，正好符合這種「繁衍優良人種」的論調。 

    儘管人工授精的實施者增加，但生育應在婚姻中的預設仍被視為理所當

然，人們依然將生育視為專屬於婚姻中一夫一妻之間的事。24當時在報上引發爭

議的是對於 AID 所生子女的看法。偏好 AID 的論點主要著眼於父母子女間血緣

的重要性，認為其至少和父母有一半的血緣關係，優於「完全是別人家孩子」

的養子女；排斥 AID 者（通常為男性）則訴諸男女有別的性道德秩序，認為

AID 無異於妻子與別的男人發生關係，因而偏好收養。26 

  AID 所生子女涉及的「半血緣」與「全血緣」之爭，皆強調子女與父母雙

方建立血緣關係的重要性與理想性。偏好全血緣的觀點，某種程度上認為父與

母皆應該分別和子女有著相同的關係，而不應使子女與夫妻任一方建立較他方

                                                      
19 史尚寬（註 15），頁 2-3。 
20 中國時報（11/5/1961），〈一個人工授精者的自述〉，7 版。 
21 1970 年時，榮總 60 例的不孕治療報告中，僅有 3 例使用 AID；但到了 1980 年代初期，台大

及榮總每年各有上百例的人工授精案件，需求的增加也促使台大醫院與榮民總醫院均成立「精

子銀行」推展人工授精。參見：吳嘉苓，台灣的新生殖科技與性別政治，頁 29；聯合報

（5/7/1980），〈人工授精日益普遍 台大將設精子銀行〉，7 版。 
22 中央日報（5/7/1980），〈人工授精優於領養方式 國內將設精子銀行 臺大醫院婦產科主任娓

娓探討新觀念 每年都有華裔不孕夫婦回國求治〉，3 版。 
23 陳昭如（註 16），頁 29-30。 
24 聯合報（10/17/1977），〈人工授精觀念 逐漸被人接受 準醫生們品質優良 有費提供絕對保

密〉，3 版。 
26 中國時報（11/30/1974），〈人工授精〉，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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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連結。因此，在這個觀點的主張者看來，與夫妻雙方同樣沒有血緣關係的

養子女反而是較 AID 更佳的選擇。1977 年中國時報上一則社論即顯現出人們對

於子女並未與父母建立完整的血緣關係而感到焦慮不安：「若為人妻者因接受其

他男性的精子而受孕，其所誕生的子女名為婚生子女而實非婚生子女，名為與

其父為直系血親而實非直系血親，在親屬關係上，豈非混亂法律秩序？27」顯然

這位社論作者將法律上婚生／非婚生的界定與真實血緣的判定混為一談，卻也

顯示人們對於婚生子女即應真實反映父母血緣的預設。 

  1970 年代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受到更多法學者的討論，儘管

子女利益開始被用作論述的理據，但並未出現與先前不同的見解。劉得寬認為

AID 子女既然在夫妻之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為了子女將來之正常發育及利益

之保護，應予以申報為夫之子女；惟若 AID 未經丈夫同意時，夫得提起婚生否

認之訴。28他的見解與史尚寬相似，完全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地位納入民法

上婚生／非婚生的區分，因而再一次地鞏固婚姻關係對於生育的重要性。黃宗

樂進一步認為，若經否認婚生性的人工授精子女，或單身女性所生的人工授精

子女，與捐精者之間不應發生任何法律上父子關係，否則將對子女不利，而捐

精者被請求認領亦不合理。29 

 

二、試管嬰兒時代：《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的誕生 

  1970 年代是試管嬰兒技術在全球起步的年代，1978 年 7 月全球第一位試管

嬰兒在英國誕生，隨即引發各國注目，而九千多公里外的台灣也同樣關切這項

「世界大事」。七年後，臺灣運用 IVF 技術（in-vitro fertilization，俗稱「試管嬰

兒」）的第一位嬰兒誕生。結婚六年半的不孕夫妻張健人與張淑惠在多年來四處

就醫後，在榮總婦產部家庭計畫科主任張昇平的建議下嘗試以試管嬰兒方式受

孕生產，歡喜迎來他們的第一個小孩。臺灣第一位試管嬰兒的誕生，被視為為

生育機能有障礙的夫婦帶來傳宗接代的希望與福音。將試管嬰兒技術視為不孕

夫婦「唯一希望」的觀念，體現人們認為生育應發生在異性戀婚姻中的意識形

態，更具體展現在醫院對於受術對象的限制。當時國內積極發展試管嬰兒技術

的榮總醫院即限定「一對合法夫妻」始能施行試管嬰兒手術，負責試管嬰兒手

術的張昇平醫師也受到家庭計畫的影響，認為「對求子不得的不孕症夫婦，試

                                                      
27 中國時報（12/23/1977），〈值得重視的人工受孕問題〉，2 版。 
28 劉得寬，就「試管嬰兒」探討「人工授精」之法律問題，法令月刊，29 卷 9 期，頁 17-19

（1978 年）。 
29 黃宗樂，論法律上之自然的親子關係與血統上之親子關係，收於：親子法之研究，頁 22-23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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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嬰兒常常是他們嘗盡各種補救方法後唯一的指望，在『家庭計畫』的完整意

義上，有它獨特的地位」。32 

  試管嬰兒的出生，也促成政府主動著手進行人工生殖技術的管理。行政院

衛生署於 1986 年設置「人工生殖技術管理諮詢小組」（下稱「諮詢小組」），研

擬出《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下稱「指導綱領」）。這部應運醫學技術發

展而誕生的指導綱領，不僅規範甫試驗成功的試管嬰兒技術，也將三十多年來

未曾納入官方規範的人工授精正式寫入官方文書，並開啟日後一連串有關人工

協助生殖法律的立法爭議。 

  細觀指導綱領的規定，人們對於父母身分的想像仍受民法及社會規範的侷

限。這些被視為具有「挑戰生殖實踐」的醫學技術，在指導綱領中被視為綿延

子嗣的解方，因而被劃為解決已婚不孕夫妻生殖的「不得已醫療行為」，「不得

為未婚或鰥寡之男女施行」。33人工生殖的實施限於不孕夫妻，且其所生子女地

位視同婚生子女的規定，順應且強化生殖理應發生在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意識

形態。就此意義上，或許人工生殖技術的進步並未能撼動生殖應在婚姻關係中

的常規，但其某種程度上鬆綁了父母與子女間緊密的基因連結。其規定「精、

卵或胚胎的供應者以捐獻一處為限」，同意胚胎的捐贈，等同同意精、卵皆可來

自於夫妻以外之人，使得試管嬰兒與受術夫妻間全無血緣關係。此外，指導綱

領雖原則上禁止代理孕母，但同意「經醫師證明無法正常生育者」得委任代理

孕母。 

  1980 年代末期，挑戰指導綱領中以不孕夫妻為受術主體的聲音出現，而僅

具指導性的指導綱領也使醫師在實施人工協助生殖上，保有一定的自主性。當

時有生殖功能正常的夫妻基於「工作太忙」或是「寧可將性生活當成羅曼蒂克

的事，不願有傳宗接代的壓力」等原因而要求進行人工生殖，顯示生殖技術將

性與生殖分離的特性，確實促使人們思考非常規下的生殖途徑。對此，時任榮

總家庭計畫科主任的張昇平醫師認為，最需要這項技術幫忙的還是真正不孕的

夫妻，但若碰上認為值得「同情」的，有時也會網開一面為他們施行生殖技

術。34張昇平的回應清楚地顯示，僅具指導功能的指導綱領並不足以百分百規範

                                                      
32 聯合報（4/17/1985），〈上蒼看我們認真 誕生了這個男孩〉，3 版；聯合報（4/17/1985），

〈試管嬰兒提前十天誕生 爸爸媽媽笑得合不攏嘴 科技送子醫界無微不至 張氏夫婦還想添個小

的〉，3 版；聯合報（4/17/1985），〈試管嬰兒對法律的挑戰〉，3 版。 
33 行政院衛生署，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行政院衛生署公報，第十五卷第二十二號，頁

28-29（1986）。指導綱領的前言：「種族及個體生命之綿延，乃人類最基本的欲望與需求；生殖

原為天賦本能，但對於部分罹患不孕症無法自行生育，或罹患遺傳性疾病不宜自行生育子嗣之

人，醫學上實有必要為其解決子嗣綿延及繼承之問題，此際人工生殖技術乃應運而發展。」 
34 中國時報（1/11/1988），〈物「精」天「擇」 人工授精手術逐漸成為新寵兒〉，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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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施行生殖技術的對象，除了代理孕母的實行與否以外，醫師在進行診療的

時候也未必僅將生殖技術運用在不孕夫妻上。 

  事實上，指導綱領並非諮詢小組欲用來管理人工生殖的最終規範。諮詢小

組最初的目標是制定出一部「人工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然由於諮詢小組需長時

間討論，因此先訂定較為簡略的指導綱領作為暫時應急的規範。在研擬人工生

殖技術管理辦法的過程中，代理孕母的開放與否成為爭議較大的焦點。1987

年，衛生署基於「紓解不孕夫婦傳宗接代的壓力」的考量，在《人工生殖技術

管理辦法草案》中間接同意經診斷無法正常生育，並具備夫妻雙方及代理孕育

者之書面同意者，可以使用代理孕母方式生殖。35為了避免助長未婚女子懷孕的

現象，代理孕母必須是已婚者，且對於代理孕育而出生的子女沒有任何權利義

務關係。此外，管理辦法草案對代理孕母的定義是「接受他人的胚胎植入其子

宮並代理孕育生產胎兒者」，因此代理孕母與嬰兒之間並無基因連結，僅是單純

提供子宮協助懷孕，不允許過去民間「借腹生子」的約定趁機合法化。36然而，

究竟要不要使代理孕母僅接受由受術夫妻之精卵形成的胚胎，在諮詢小組中始

終無法做出最終決定，幾個月內做出的決議時常大相逕庭，使得草案的討論時

常在推翻前次會議結論的情況下遲滯不前。39 

  在諮詢小組中受到討論的議題還有「是否、及應在怎樣的程度上讓人工生

殖所生的小孩盡量『接近』受術夫妻？」。管理辦法草案中規定，受贈者經醫師

認可後，得依其夫妻雙方的外觀特徵對捐贈者之身高、體重、容貌特徵、血型

等加以選擇，甚至捐贈者的「種族」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40這樣的實踐其實早

已在醫學實務上受到執行，醫師在進行手術前皆會盡量受贈者與捐贈者之間的

「相似性」，尤其在血型上特別嚴格，顯示多半由醫學界人士構成的諮詢小組傾

向將醫學實務放進法律規定，而非思考既有現況如何造成階級、性別及性傾向

弱勢者的困境。41 

                                                      
35 中國時報（2/11/1987），〈人工生殖管理辦法反覆勘酌 開創條件紓解無法生育壓力〉，4 版。 
36 中央日報（4/23/1987），〈借腹生子確定實施原則 代理孕母僅能借用子宮 人工生殖技術競爭

各大醫院步調仍不一致 親情血緣應有劃分謹慎行事莫使倫常大變〉，3 版。 
39 1987 年 6 月時諮詢小組曾一反先前見解認為代理孕母也可以接受第三人所提供的精卵，然而

半年後態度又轉嚴，認為代理孕母僅能接受受術夫妻的精卵。參見：中央日報（6/7/1987），

〈人工生殖科技 各方意見分歧 借腹生子 茲事體大 管理辦法 依然難產〉，3 版；聯合報

（12/16/1987），〈試管嬰兒 保證品質 代理孕母 限制資格 人工生殖技術 管理辦法草案通

過〉，3 版。 
40 聯合報（6/7/1987），〈天下父母心 兩代應肖似 人工生殖術 法條做文章 限制容貌體型 專家

意見紛紜〉，3 版。 
41 負責擬定人工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的諮詢小組共有十二位委員，由台大醫院婦產科、精神科資

深醫師、台大社會系教授、榮總、三總婦產部主任、法務部代表、醫事法律學會及衛生署官員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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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年初，衛生署進行《人工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草案」送行政院審查前

的最後一次討論時，有關代理孕母的規定產生大幅的變動。當時的衛生署保健

處處長黃梅表示，衛生署草擬的只是辦法，不能與民法牴觸，除非等這項草案

變成法案之後，才能考慮將「代理孕母」列入考慮。於是，在偏好民法的情況

下，為了避免開放代理孕母導致子女歸屬於代理孕母，帶來無數紛爭，因此決

議刪除草案中所有代理孕母的相關條文。42 

  諮詢小組禁止代理孕母的決議，在當時引發不少爭議。有急需代理孕母協

助生育的女性公開發聲，她們多半是卵巢機能先天性不健全的女性，殷殷期盼

管理辦法早日實施使其得以早日嘗到醫療科技的甜果。43亦有反對聲浪認為，人

類的繁殖本應限於婚姻關係中的兩人進行，人工生殖的技術不應該混亂婚姻和

生育的連結，也不該破壞並複雜化親子的人倫關係。44面對代理孕母的爭議，將

人工生殖法提升至法律層次似乎是衛生署考慮的路徑。對於未來人工生殖科技

的管理，衛生署決定採取三階段的作法，短程目標將先修訂指導綱領，中程目

標為擬定管理辦法以取代宣示性的指導綱領，長程目標則為將擬訂「人工生殖

法」，以更有效地管理人工生殖技術。45 

  在即將踏入 1990 年代之際，衛生署修訂了指導綱領的規定，對於人工生殖

技術表現出漸趨嚴格的態度。原本在指導綱領中得以捐贈胚胎的規定，被諮詢

小組以「不如領養小孩，不必辛苦的施行人工生殖」為由刪除，並規定夫妻間

必須有一方能製造精或卵，不得同時接受他人捐贈的精子及卵子。46此外，過去

允許不孕夫妻在「經醫師證明無法正常生育」的情形下得尋求代理孕母的協助

的但書規定也遭刪除。衛生署不容許妻子生殖與夫妻完全無血緣關係的子女，

正呼應其對於代理孕母的抗拒。透過堅守以生產事實認定母親身分的原則，衛

生署維繫了「連續一致的母職」，使父母與子女間能建立至少一半的血緣關係。 

 

 

 

 

                                                      
42 中央日報（2/10/1988），〈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借腹生子」草案 違反民法規定 「代理孕

母」慈顏 法律面前消失〉，11 版；聯合報（2/10/1988），〈定案再予推翻 斷了一線生機 人工

生殖管理法 閉門討論 不孕夫婦最關係 謝絕溝通〉，3 版。 
43 聯合報（7/14/1988），〈為人工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催生〉，11 版。 
44 中國時報（3/4/1988），〈花落誰家，論禁止代理孕母〉，61 版。 
45 中央日報（12/21/1988），〈人工生殖決立法管制 不容許代理孕母 但同意捐精捐卵〉，11

版。 
46 聯合報（4/7/1989），〈人工生殖法規修正 胚胎 不能再捐贈〉，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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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確定血統來源：兒童權利導向的人工協助生殖（1994-2007） 

 

  一、不適格的受術者？單身女性之生殖與代理孕母合法化 

    1994 年，《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在研擬將近

十年後，終於正式公布。在管理辦法中，仍限制僅有不孕夫妻得進行人工生殖

手術。然而，就在管理辦法公布後不久，死刑犯黃偉忠即向法務部陳情，希望

槍決後能抽取精子留給女友進行人工授精。時任法務部長的馬英九對此持贊成

態度，法務部隨即草擬《死刑犯取精留後實施要點》函送行政院衛生署，希望

日後研擬人工協助生殖相關法案時予以納入。48依該要點第一點規定，其是考量

死刑犯綿延子嗣之正當要求及尊重其配偶之自由意願而訂定。然而，衛生署對

此採反對態度。其認為此種方式所生子女將會成為「事實上無父之子」，且血統

之父自始無法負保護教養之義務，在保護子女之角度及維持家庭之正常美滿來

看亦屬不當。49 

    衛生署的觀點不但反映了其向來僅將不孕夫妻作為受術主體的堅持，也開

始利用子女應有一父一母的兒童利益論述，以正當化其主張，正呼應了「兒童

最佳利益」原則在 1990 年代後的臺灣，如何頻繁地在兒童相關的立法中被提

及。50受到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之影響，1993 年修正的兒童福利法首次揭示了

「兒童最佳利益」的原則，並基此課予父母更多照顧、管教小孩的義務。1994

年的釋字第 365 號解釋及隨後 1996 年的監護權修正，也使離婚後父親優先行使

親權的規定遭到刪除。這些法律上的變動皆以子女利益之名，強調「雙親職」

（dual parenthood）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使子女應有一父一母的家庭圖像進一

步受到鞏固，而國家則藉此持續擔任照顧兒童的補充角色。51尤其當中性的「父

母」語彙被等同於性別平等時，這樣的雙親職偏好在臺灣又更加難以受到挑

戰。52 

                                                      
48 聯合報（11/04/1994），〈馬英九贊成死刑犯傳宗接代 認為採精不需等到死後 指示法務部研

究技術問題〉，5 版。中國時報（1/16/1995），〈死刑犯採精草案初稿完成 規定以獨子或有配偶

無子女者為限 上訴最高法院 未定讞前可提申請〉，6 版。 
49 陳美伶，〈人工生殖子女婚生地位之認定〉，《政大法學評論》，57 期，頁 199-200（1997

年）。 
50 有關臺灣戰後對於兒童的態度轉變，及以兒童為中心的立法大量出現的討論，參見：劉晏

齊，為什麼要保護未成年人？兒少福利、法律與歷史的分析，政大法學評論，147 期，頁 95-

136（2016 年）。 
51 莊韻親，當個怎樣的母親？戰後臺灣法律中的母職建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頁 117-125（2009 年）。 
52 Chao-ju Chen, The Chorus of Formal Equality: Feminist Custody Law Reform and Father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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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受到衛生署委託著手草擬人工生殖法草案的戴東雄大法官，也傾向將

擁有法律上的一父一母解釋為保護子女利益。他將人工生殖定位為一般正常生

育方式行不通之下的補救措施，在此之下，自然而然地將人工生殖的受術主體

限縮在不孕的夫妻。53此外，他認為當夫因受詐欺、脅迫或錯誤而同意妻子以第

三人捐贈之精子進行人工授精時，其應可提出婚生否認之訴，且妻子在此時得

對捐精者提出強制認領，以建立父子關係。54 

    儘管法學界大多認為人工生殖是專屬於不孕夫妻使用的醫學技術，當時仍

有法律人試圖為單身母親發聲。在一場「人工生殖技術與法律之關係」研討會

中，將人工生殖立法規範作為博士論文主題的陳美伶博士拋出受術主體的問

題，認為是否將人工生殖技術的實施限於不孕夫妻，抑或開放至單身者，是立

法政策上必須考量的問題。55王如玄則進一步認為，目前未婚女子懷孕有違社會

風俗的觀念已經漸漸受到挑戰，站在婦女團體的立場，她反對基於「孩子沒有

爸爸」即否定或汙名化單身女性的生育實踐，甚至進一步質疑「為什麼一定要

有丈夫的情況下才能擁有自己的生育權」。56 

    如同王如玄所說，事實上，單身女性的生育在即將踏入二十一世紀的臺灣

社會既非不可見，也並非絕對負面。儘管未成年少女意外懷孕的比例仍高，使

社會對於未婚懷孕的觀感仍然不甚佳，57但報紙投書上可見有讀者認為在婚姻關

係中生育並非一成不變的「天性」或「真理」。亦有人從養育子女的角度出發，

認為如演藝明星般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者得以單親自立，但許多沒有經濟基礎，

又對婚育責任一無所知的年輕人一味仿效，只會讓社會越來越多令人憂心的事

件。58演藝明星單身生育的實踐，儘管可能加深人們對於單親者經濟能力的要

求，但亦可能為單親家庭的污名化帶來改善，並鬆動法律與社會對於生殖主體

的限制。因女兒遭綁架撕票而積極求子的女明星白冰冰，即在一則報上的專訪

挑戰單親的污名，更宣告自己遠赴美國進行試管嬰兒手術的計畫。在當時臺灣

法律不允許單身女性進行試管嬰兒手術的情況下，她的行動宣示了社會中單身

女性對於利用生殖技術的需求。然而，她並沒有選擇將自己的需求轉化為單身

                                                      
Advocacy in Taiwan, 28 CAN. J. WOMEN & L. 116, 125-133 (2016).  
53 戴東雄，〈孩子，你的父母是誰？─論人工生殖之子女，尤其試管嬰兒在法律上之身分〉，

《法學叢刊》，125 期，頁 14（1987 年）。 
54 戴東雄（註 53），頁 17。 
55 陳美伶發言，〈人工生殖技術與法律之關係（討論會會議記錄）〉，政大法學評論，57 期，頁

301（1997 年）。 
56 王如玄發言（註 55），頁 329-331。 
57 根據家庭計畫所的家庭與生育力調查，1990 年代晚期，平均每一百個出生嬰兒，有五個是由

未滿二十歲的女性所生；在未滿二十歲懷孕生子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原本想懷孕，其餘三分

之二屬於意外懷孕。聯合晚報（9/30/1998），〈小媽媽、老媽媽更多了 人口品質降〉，3 版。 
58 聯合報（2/1/1996），〈未婚懷孕 是私事 是醜事？〉，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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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生育權，進而挑戰既有的規範。59 

  在挑戰管理辦法的實踐中，除了出國進行手術以規避國內法律以外，也有

在國內鑽法律漏洞的情形。當時曾有女變男的變性者在完成變性手術前預留卵

子，以便將來與女友結婚後，由自己提供卵子、女友提供子宮，並對外尋求精

子，以進行人工授精手術。60對此，衛生署保健處專門委員劉丹桂認為，管理辦

法僅保障有婚姻關係的夫妻利用生殖技術生育子女，其目的是為了避免鼓吹單

身生子，一般女變男變性後若締結婚姻關係，可視作「男性不孕症」，尋求他人

捐贈精子好讓太太懷孕生子，但這名變性者預留卵子的情形，則已超過衛生署

的規範。61這個「父親提供卵子」的案例，顯示對於生殖科技的規範，並未考慮

性少數的需求，在母親生殖機能正常的情況下仍堅持母職的連續性。 

  相較於想進行人工生殖的單身女性傾向「順應」既有法律，而另尋地下途

徑懷孕生產；在代理孕母方面，儘管在管理辦法中同樣被禁止，但想生小孩卻

礙於子宮功能無法自行懷孕的女性，在法律場域中卻顯得活躍得多。1996 年母

親節前夕，兩位「先天性子宮發育不全」的不孕婦女在立法委員林志嘉與謝啟

大的陪同下，公開代表不孕婦女要求「代理孕母合法化」。62其中一位婦女是孫

逸仙醫院藥劑科主任陳昭姿，她可說是當時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最積極的一位

行動者。身為一名不孕者，她試圖將婚姻與子女定義為一種讓自己人生幸福的

元素，認為對於不孕婦女來說，「擁有自己的孩子」也是婦女人權的體現。在她

看來，讓不孕夫妻得以委託代理孕母來生殖，似乎是拯救不孕夫妻婚姻生活的

最好解方。63 

  然而，她並未主張在婚姻關係中生育子女是使女性幸福美滿的唯一路徑。

為了推動代理孕母合法化，她不只主張應利用代理孕母來「拯救」飽受傳宗接

代壓力的不孕女性，同時也認為代理孕母制度能為不孕夫妻多了一種家庭圖像

選擇，使得每個人可以依自身的家庭背景、經濟能力及生活型態選擇是否生

育，而非註定走向無子生活。64 

                                                      
59 聯合晚報（8/29/1999），〈想要一個家 我借種 盼失去的孩子再來投胎，願伴隨他一同成長，

也完成我自己。〉，13 版。 
60 聯合報（11/15/1997），〈「爸爸」出卵子 「媽媽」出子宮 變性人預留生機 傳國內有兩三

例〉，5 版。 
61 聯合報（11/15/1997），〈衛生署：變性人預留卵子 違法〉，5 版。 
62 聯合報（5/10/1996），〈不孕婦女催生代理孕母〉，6 版。 
63 陳昭姿，〈翹首期盼代理孕母合法化─等待生命的轉捩點〉，《應用倫理研究通訊》，4 期，頁

31-33（1997 年）；陳昭姿，翹首期盼代理孕母合法化─等待生命的轉捩點，月旦法學雜誌，52

期，頁 29-31（1999 年）。兩篇文章雖篇名相同，但內容稍有不同，也顯示陳昭姿積極在雜誌上

表達自己的訴求。 
64 陳昭姿（註 63），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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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工授精議題中曾為單身女性發聲的王如玄律師也曾支持陳昭姿的想

法。她認為這些不孕婦女的痛苦及對代理孕母的迫切需求，只是凸顯整個社會

對喪失生育能力的婦女的龐大壓力及不平等待遇，認為沒有生小孩的能力就不

是女人，讓不孕的女性必須極盡所能的生小孩。由於社會對於女性的不公平現

象難以改變，為避免不孕婦女化明為暗，以嘗試各種偏方或以非法方式達到目

的，應承認這些婦女確實需要代理孕母制度。65 

  當時的醫學界普遍站在不孕夫妻的立場而贊同代理孕母制度，他們不只在

醫療實務上「暗中放行」代理孕母制度，也在法律層面上有所主張。在醫療實

務方面，由於修正後的指導綱領嚴格禁止代理孕母，使得代理孕母的實踐只能

走向地下化。然而，在臺灣尋求代理孕母仍有一定的困難度，往往需要特殊管

道才能尋得。因此，不少不孕夫妻經臺灣醫師的建議到美國尋求一次要價約

一、兩百萬的代理孕母協助。66當衛生署於管理辦法中禁止代理孕母的同時，美

國許多私人診所則以「提供」代理孕母為訴求，大量寄發廣告傳單來台，將資

訊傳達給曾參加美國試管嬰兒學會的臺灣婦產科醫師，希望其能為美國的診所

招徠顧客。67對於當時的不孕夫妻來說，人工協助生殖的全球性管道已經產生，

國家間各異的政治體制與規範使得代理孕母成為一個跨國性的現象。在法律動

員上，1990 年成立的「中華民國不孕症醫學會」則特別成立「代理孕母、借

卵、借精推動委員會」，試圖向衛生署爭取代理孕母的合法化。68 

  在反對代理孕母方面，相較醫學界普遍站在不孕夫妻的立場而贊同代理孕

母，台大醫學院婦產科醫師李鎡堯則從兒童權益的角度，認為除非能保證未出

生的小生命獲得完整的養育和照顧，否則代理孕母不宜推行。其以美國的案件

為例，認為常見代理孕母在懷胎十月後對胎兒產生感情，不願把嬰兒交給委託

的受術夫妻的糾紛；甚至可能因小嬰兒有缺陷，而互相推卸小孩的養育責任。69

同樣站在兒童權益角度的還有 1990 年成立的兒童福利聯盟，其以被遺棄兒童及

待收養兒童的嚴重性，以及兒童商品化的擔憂下，堅決反對代理孕母。70 

  代孕所生子女的養育問題亦被當時的法學者所討論。陳美伶博士即認為代

                                                      
65 中央日報（5/10/1996），〈代理孕母 難做人 借腹生子違法 不孕婦女深感不平〉，5 版。 
66 聯合報（2/21/1993），〈法令嚴格 人工生殖地下化 新鮮精子、代理孕母猖獗〉，5 版。  
67 中國時報（3/26/1989），〈孕母不准代理、香火總得延續 美國寄來大批廣告、不孕夫婦怦然

心動 大陸醫療仲介業者、也傳安排代孕事宜〉，10 版。 
68 聯合報（5/3/1991），〈爭取一年內開放 醫界推動人工生殖 成立委員會：請准許兄弟借精姊

妹借卵〉，5 版。 
69 聯合報（6/14/1993），〈不孕令人同情 但只能留待科技解決 借腹生子 家庭倫理將一團混

亂〉，11 版；聯合報（8/13/2003），〈孕育的醫療市場多大？數十億元？ 一年千餘人求助 每人

花二、三百萬 李鎡堯：開放孕母要有配套〉，3 版。 
70 聯合報（8/13/2003），〈兒盟：孩子不應變商品〉，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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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孕母原則上應嚴格予以限制，若在代孕者與受術夫妻皆推卸養育責任的情況

下，可以考慮以子女利益的方式，將小孩解釋為是不孕夫妻的子女。李鎡堯與

陳美玲的想法透露出子女利益在當時如何被反對代理孕母者所主張，甚至在

「不得已」使用代理孕母的情形，也傾向用子女利益的方式認定父母子女關

係。 

  或許是因為以陳昭姿為首發起的一連串動員與倡議，加上甫上任的衛生署

長詹啟賢對於代理孕母合法化的肯認，71衛生署人工生殖諮詢委員會在討論「人

工生殖法」草案時，傾向通過開放代理孕母的乙案，明定 20 歲以上 40 歲以下

曾結過婚且育有子女者才能出任代理孕母，但不可是受術夫妻的四親等內親屬

或同輩。此外，草案中特別明訂，代理孕母所懷的孩子只要用的是受術夫妻的

精卵，自受胎那一刻起，就視同未委託夫妻的婚生子女，且受術夫妻限定於夫

妻一方中經診斷罹患不孕症且無法治療或罹患遺傳性疾病，可能生出異常子女

之虞者。在衛生署的草案中，血緣作為建立父母子女關係的要素仍然被強調。

衛生署將代孕所生子女視同委託夫妻的婚生子女，也顯示官方在思考父母子女

身分的時候仍然傾向將新的關係放進婚生／非婚生的區分中，認為婚生對於子

女是有利的。在這個意義下，子女利益與婚姻至上的觀念相互結合，影響了父

母身分的建構。72 

  然而，詹啟賢的任期結束之後，接續的三任衛生署長對於代理孕母的看法

各不相同，使得人工生殖法中的代理孕母規定時常前後反覆，以致立法進度拖

延。73最後為了避免延宕人工生殖法的立法時程，且國民健康局經民調認為代理

孕母的接受度仍相當低，故決定將代理孕母與人工生殖法草案脫鉤，暫時擱置

代理孕母的合法化爭議。74 

 

 二、人工生殖法：一父一母作為子女最佳利益 

    2005 年年初，在決定將爭議較大的代理孕母留待往後處理以後，衛生署重

新擬定人工生殖法的草案，經行政院函送進入立法院中。在立法院的委員會討

                                                      
71 詹啟賢對於代理孕母的支持態度，似乎是受到其友人赴美尋求代理孕母生子的故事所影響，

因而認為不孕夫妻的處境令人同情。聯合報（3/30/1999），〈赴美找代理孕母 生下白胖兒子建

築商夫婦跨海求子故事感動衛生署長 也成為詹啟賢支持立法的幕後因素〉，6 版。 
72 當時婦女團體也批判衛生署的草案完全從異性戀一夫一妻的家庭出發，強化了一父一母對於

子女的重要性，忽略單身女性及女同志成為母親的需求。參見：陳美華，物化或解放─女性主

義者關於代理孕母的爭論，月旦法學雜誌，52 期，頁 20-21（1999 年）。 
73 聯合報（8/13/2003），〈歷經五署長 後任推翻前任結論 75 年搬上檯面 爭議未休 近五年來

不孕婦女如洗三溫暖〉，3 版。 
74 聯合報（8/13/2003），〈人工生殖法草案 排除代理孕母〉，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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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主要引起立法委員關注的，反而是同年一起軍人意外死亡引發的「死後

授精」爭議。75 

  擔任連長的孫吉祥意外死亡後，其未婚妻李幸育在李茂盛醫師的協助下，

欲使用孫吉祥的精子進行人工授精。衛生署起初傾向死後取精的人工生殖是違

法的，然而排山倒海而來的輿論皆歌頌著李幸育對孫連長的專情，看似美好的

愛情故事使得衛生署長侯勝茂最終受到壓力同意先協助取孫吉祥的精子。76然

而，衛生署對於死後人工授精手術的施行則採取較強烈的反對態度，這也反映

在當時行政院版本的人工生殖法草案第 21 條，其規定受術夫妻一方死亡時，醫

療機構及應銷毀受術夫妻之生殖細胞。儘管當時的法律並未規範死後人工授

精，但衛生署長侯茂盛透過親自致電李茂盛醫師，告知其可能違反醫師法第 25

條有關醫學倫理的規定，使得人工授精手術遲遲未進行。77 

  在委員會中，立委侯彩鳳積極地倡議應使李幸育得以進行人工授精，以

「延續淒美的愛情」。78也有委員以歐洲國家為例，建議我國能規定利用生前簽

署同意書的方式使死後人工生殖手術合法化。79李幸育未婚的身分也使得部分立

法委員或質疑、或呼籲是否應嚴格限制夫妻才能進行人工協助生殖，使得過去

在法律場域鮮少受到挑戰的夫妻資格有了開放的可能。80 

    事實上，由賴清德與侯水勝等立委提案的版本中，僅以「不孕者」作為規

範對象，並未限制生殖技術僅能適用於不孕夫妻。在提案的侯水盛委員看來，

當今年輕人對於婚姻已不再若過往般重視，女明星公開談論未婚生子的例子也

顯現社會觀念的進步。81然而，衛生署長侯勝茂雖承認賴、侯版本確實較為「先

進」，但他基於維持社會共識與兒童權利，以及人工生殖法作為一種例外的出發

點上，認為行政院版本建立在婚姻制度的基礎上，「有向全民宣示的作用」。其

甚至明示： 

 

「婚姻及家庭制度是值得維持的，而法律是規範大多數人，例外的情況應

盡量不要規範進來；此外，還會產生子女定位的問題，假如說沒有婚姻關

                                                      
75 聯合晚報（9/8/2005），〈連長被壓死 她要取精生子 依法不能死後取精 女友痛哭失聲〉，1

版；中央日報（9/9/2005），〈戰車暴衝‧撞死連長 孫吉祥妻跪求取精傳宗接代 李傑前往弔祭 

指一切依法辦理 衛署：人死精子須銷毀 難開先例〉，5 版。 
76 侯勝茂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83，台北：立法院。 
77 醫師法第 25 條：「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四、執行業務

違背醫學倫理。」參見：侯茂盛、陳時提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66，台北：立法

院。 
78 黃淑英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67，台北：立法院。 
79 李明憲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69，台北：立法院。 
80 徐少萍、李明憲、侯水盛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69、72、74，台北：立法院。 
81 侯水盛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75，台北：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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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所生下的子女是否在地位權益上會受影響，還有在父親那一欄要怎麼

寫，也許要考慮，父親是要寫不詳，或者是捐贈者，這可能還需要民法專

家來研究，所以我比較單純的想法，認為以不孕夫妻為規範比較好。82」 

 

    除此之外，也有立委利用 2004 年底公布的大法官釋字第 587 號解釋所提供

的論述，基於子女的「人格權」，亦即小孩知道他的爸爸是誰的權利，以及享受

父愛與母愛的權利，進而主張人工生殖的技術仍應限制在夫妻關係中進行。83  

    值得注意的是，賴、侯版的草案雖不限不孕夫妻才能進行人工生殖，但仍

只開放至有同居事實的男女朋友。此外，與婦女團體合作提出草案的黃淑英，

也將受術主體限於不孕夫妻。最後，由於賴清德與其他立委並未非常堅持自己

的版本，最後人工生殖法的受術主體僅限於不孕夫妻。 

  在人工生殖子女的法律地位上，由於行政院版本將人工生殖技術的運用限

於不孕夫妻，因此有關親子身分的建立也持續被放置於民法婚生／非婚生的架

構中。行政院版本的草案第 23 條及第 24 條分別規定，「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

經夫同意後，與他人捐贈之精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妻於婚姻關

係存續中，同意以夫之精子與他人捐贈之卵子受胎所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 

然而，行政院草案並未對於生產後發現婚姻不成立的情形進行規範，引發委員

的討論。對此，衛生署法規會高宗賢執行秘書說明，此種情形將認定為非婚生

子女。 

  這項見解恰好與賴、侯版草案相左，該版本規定人工授精手術進行前，夫

妻既已書面同意且經法院公證，縱嗣後婚姻不成立或無效，為保障子女權益，

仍應將之視為夫之婚生子女。支持賴侯版本的立委並不完全是基於子女權益而

主張，也欲遏止單身女性假結婚真生子的可能。他們擔憂依行政院版本，可能

出現單身婦女想擁有自己的小孩而進行假結婚，等生產後再主張自始無婚姻關

係的情形；若採取賴、侯版本，由於所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因此縱使主張假

結婚的事實，男方仍須負擔扶養責任，如此一來應可使雙方在簽同意書之前審

慎考量，故得以有效阻絕此種取巧方式。84最後，在衛生署的同意下，委員會通

過視為婚生子女的規定。 

  行政院版本亦規定，若夫或妻能證明其同意係受詐欺或脅迫者，得在一定

期限內提起否認之訴。然而，有關認領之規定在保護子女利益的語彙下，仍然

包藏著對於核心家庭與血緣父母的偏好。根據行政院草案的規定，若夫提起否

                                                      
82 侯勝茂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73，台北：立法院。 
83 盧天麟發言，立法院公報，94 卷 54 期，頁 77、79，台北：立法院。 
84 黃偉哲、葉宜津發言，立法院公報，95 卷 29 期，頁 49-50，台北：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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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之訴以後，捐精者得依民法主動認領子女，但妻子不得依民法第 1067 條之規

定請求強制認領；若是由妻提起否認之訴，則捐卵者得依人工生殖法之規定認

領該子女。行政院版本的規定是為了夫或妻通姦的情形所設計，使丈夫的女朋

友或妻子的男朋友得以認領與其有血緣關係的子女，另組新的核心家庭。85在

此，我們可以看到衛生署如何為了讓小孩有一父一母的組合提供「周全」的規

範。然而，這樣的規定引發部分委員的反彈，認為如此一來會使丈夫及其女友

串通起來欺騙妻子，使妻子形同「代理孕母」，也使小孩以詐欺的方式誕生，主

張不應使捐卵者得認領子女。86最後，委員會決議刪除使捐卵者得認領子女之規

定。 

  在委員會的審查中，有關捐贈精、卵者的資格及匿名性也激起一番討論，

並從中顯現基因的社會意義。對於捐贈者匿名性的要求與否，賴、侯版本中規

定，捐贈者得選擇匿名或非匿名捐贈生殖細胞，認為開放匿名捐贈可使精、卵

來源較多。部分委員及衛生署長侯勝茂則以強調血緣及人倫的角度反對匿名，

其認為匿名不但導致將來無法追蹤遺傳性疾病，也可能有近親通婚的可能。87最

後，委員會仍通過採取非匿名的捐贈方式，再一次地反映立法者將子女知其血

緣來源作為重要的兒童權利。 

  對於捐贈者的資格，三個版本的草案皆規定捐贈者須提供出生年月日、身

高、體重、血型、膚色、髮色及種族。其中，對於是否允許外國人捐贈精、

卵，立法院的討論顯現出人工生殖規範如何使基因既在連結彼此、建立關係的

同時，也保存既有的社會界線，排除界線之外的人。行政院版本規定受贈人有

權利知道捐贈人的膚色及種族等資訊，但並未禁止外國人捐贈；黃淑英委員則

強力反對外國人捐贈精、卵。對於反對派來說，不同膚色的基因結合所生的小

孩將會為臺灣造成問題，這甚至不是匿名或非匿名的管制能解決的問題。膚色

不同的小孩可能會因此備受歧視，甚至對於臺灣社會認同感不足。再一次地，

子女利益的論述又受到援用，無法選擇要不要出生的小孩不應因外國人的捐贈

而須承擔被歧視的後果。88以子女具有知悉血統來源的「人格權」，要求受術者

應限於不孕夫妻的盧天麟委員，對此也同樣認為允許外國人捐贈將有害於子女

之人格權。依他的見解，當孩子知道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生父」事實上是外

國人時，可能會對其帶來困擾。
89
立法院的討論某種程度上混淆了種族與國籍之

                                                      
85 蘇淑貞發言，立法院公報，95 卷 29 期，頁 52，台北：立法院。 
86 賴清德、葉宜津發言，立法院公報，95 卷 29 期，頁 53-54，台北：立法院。 
87 吳育昇、葉宜津、侯勝茂發言，立法院公報，95 卷 21 期，頁 371。 
88 葉宜津發言，立法院公報，95 卷 21 期，頁 372-373。 
89 盧天麟發言，立法院公報，95 卷 21 期，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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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界線，呈現出外國人等於不同種族、本國人等於同一種族的想像，顯露出

以漢人為中心的思考。有關外國人捐贈精卵的爭議最終維持行政院版本，外國

人雖得捐贈，但醫療機構須提供捐贈人的種族、膚色及血型等資料，供受術夫

妻參考。 

 

肆、結語 

  本文以父母身分作為建構的觀點出發，以 2007 年人工生殖法立法以前，臺

灣生殖科技法律的形成與轉變過程作為討論脈絡，試圖分析社會中的各個行動

主體如何共同形塑生殖科技的規範與實踐。 

  在戰後初期，求助於人工生殖科技的幾乎都是迫於傳宗接代壓力的不孕夫

妻，而醫師執行人工授精時也試圖維持父系血統的傳承，使血緣藉由醫學手法

持續在父母身分認定上佔據重要的地位。儘管當時的法學者看似未排斥單身女

性利用人工授精生殖，但其仍強調婚姻與生育之間的緊密關聯。1970 年代開

始，人工授精技術漸趨成熟。然而，此時期官方規範的缺乏並未使不孕夫妻作

為人工生殖主體的想法受到挑戰，人們對於親子關係的討論也顯示出婚生子女

理應反映父母血緣的預設。在試管嬰兒的技術出現後，以綿延子嗣作為生殖目

的的《人工生殖技術倫理指導綱領》隨之被制定，生殖科技限於不孕夫妻的規

定也首度被寫入官方法規中。隨後在討論《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的過

程中，也顯現過去試圖使子女與雙親保有血緣關係的醫學實踐，如何透過以醫

師為主的諮詢小組，被寫入正式的法規範中。 

  1990 年代以後，不論是官方抑或法學者，皆開始使用「子女利益」的語彙

鞏固核心家庭的主流地位。面對死刑犯採精的要求，衛生署不僅主張一父一母

作為生殖的前提，還強調雙親教養對於維持正常家庭的重要性，並以此限制人

們的生殖請求。儘管社會上開始出現單身女性基於其生殖需求而要求使用生殖

科技，但在缺乏一父一母的雙親下，這樣的親職配置被視為有害於子女利益，

因而不受偏好。在人工生殖法草案進入立法院審查後，子女利益的論述更加瀰

漫在委員會的討論中。不論在人工生殖受術主體、死後人工授精或子女婚生地

位的討論中，子女利益的論述不僅被用來遏止單身女性生育，也用以確保子女

盡量與有血緣關係之父母建立親子關係。 

  在以 1995 年人工生殖管理辦法的公布作為切點的架構上，本文認為：儘管

臺灣人工生殖規範持續以親子間血緣關係作為討論焦點，但著重的目的從起初

以「傳宗接代」為主，在 1990 年代開始漸漸以「兒童權利」作為論述工具，但

核心家庭作為理想家庭的意識形態仍在其中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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